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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管钱？ ———论省级领导
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杨良松　 庞保庆

【摘要】中国的地方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文献对此
尚无系统性证据，也较少注意到官员之间的差别。论文基于对省委书记、省长
和常务副省长的分析，试图测量这种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他们影响财政支出的
能力和激励，并说明不同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的领导的可能差异。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省级数据，论文研究了领导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教育、文
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的影响，发现①书记和省长
都能影响财政支出，但省长影响最大，对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的案例分析也证
明这点。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强的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
麟（２００４）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②晋升锦标赛难以解释
官员对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中央政策偏好使得官员重视教育支出
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③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程度有差异，基本建设支出受影
响最大，而事业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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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党政领导对于当地预算过程有
什么样的影响呢？按常理而言，地方领导有激励也有能力影响当地财政支出。
一方面，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之下，地方领导面临着财政收入（Ｏｉ，１９９２）
和晋升（周黎安，２００７）等激励，他们有充分的激励去影响财政支出项目。另
一方面，地方领导也有能力影响财政支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领导拥有在财政
收支上的自主权，这使得他们能够影响当地支出。而政治集权虽使得省级官员
受到中央节制，却也让他们可以支配下级官员，进而通过正式制度与“批条子”
等非正式制度对本省预算过程施加强大影响（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

探讨地方领导对当地预算支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就现实
而言，地方政府负责中国７０％以上的财政支出，而地方领导对于当地的影响举
足轻重，他们是否影响地方支出，影响又如何，无疑值得我们重视。从理论上
讲，本研究的意义有两重。一方面，研究地方官员对当地财政支出的影响将有
助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过程。迄今为止，有关地方官员影响当地预算的
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①，系统性的经验证据较少②。其次，本研究也将深化我们
对中国地方官员行为的认识。近年来大量研究探讨了政治集权下地方官员对当
地经济发展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徐现祥等，
２００７；张军、高远，２００７），但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仍然并不清楚，也
没有相关文献探讨地方官员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仍无法回答以
下问题：第一，省委书记、省长和主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对于财政支出的影响
是否存在区别？有关官员晋升的文献通常会将省委书记和省长等同处理，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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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马骏（２００５）分析了省级官员对于预算支出项目的
影响；於莉（２０１０）基于三个省会城市研究了市委书记、市长和常务副市长的影响；王蓉
（２００４）讨论了县长等对于当地教育支出的影响；曾明（２０１２）探讨了县委书记、县长和财
政局长对于财政支出的干预。

郭刚（Ｇｕｏ，２００９）利用县级数据分析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任期对于财政支出增长率
的影响；林挺进（２００９）利用２００６年２６７个地级市的数据讨论了市长对当地教育支出的影
响；杨良松（２０１３ａ）研究了省委书记等对于教育支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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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属党、政两个系统，我们有必要去观察二者的可能差异。第二，地方领导
对于不同支出项目的偏好有何异同，差异的根源又在何处？不少研究者担心，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中存在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偏
向（傅勇、张晏，２００７），但这些研究通常分析财政分权的影响，对人事管理体
制的分析甚少。最后，不同支出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是否有差异？

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了地方官员对财政支出项目的影响。在理论部分，
我们首先分析了地方官员影响财政支出项目的能力和途径，并说明地方领导也
有激励去影响支出。而如果地方官员确实在影响财政支出，则他们的年龄和工
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就会产生显著影响。在实证部分，我们利用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省
级面板数据探讨了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于
教育、文化卫生、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与行政管理费的影响。主要发现
有三点：第一，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能够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出，但二者的影响力
存在显著差异，省长的影响力最大。这至少验证“书记管人，省长管钱”的说
法中，“省长管钱”应当是存在的，省长对于经济事务包括财政支出有更大的影
响，而党委书记可能更多关心人事任命。常务副省长对全省财政支出无显著影
响，但对省本级支出有显著影响。此外，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对财政支
出有更大影响，但省长的影响没有显著区别，部分印证了马骏和侯一麟所提出
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马骏，２００５）的存
在。第二，晋升激励较强的官员并未偏好基本建设等经济性支出，而中央对待
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的差别使得地方领导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第三，不同支
出项目受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大差异，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行政管理费等事业
费类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基本建设支出受影响最大。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节探讨了地方官员影响财政支出项目的激励和能力的
理论机制，并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说。第三节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模型、主
要变量和数据来源。第四节分析了本文的实证结果。第五节讨论了实证结果的
含义。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地方官员对当地预算过程的影响：理论和假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制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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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中国式分权”（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傅勇、张晏，２００７）体制。一方面，
从８０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将财政收支的大量权力都下放到地方，地方获得了
大量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中国依然保持着政治集权体制。中央通过集权化的
人事管理体制，使用升迁、交流任职、兼职等手段来控制地方官员（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６ａ；１９９６ｂ；２００２；周黎安，２００７），进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在这种财政分
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的体制下，地方党政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去影响当地的财
政支出项目。下文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地方官员有能力去影响财政支出

本文主要考虑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对于财政支出的影响。我们首
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这三位主要的省级官员是否有能力去干预当地财政
支出？一般而言，省委书记和省长作为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一把手，都有能力干
预当地预算过程。常务副省长通常分管发展改革事务和财政，会直接影响财政
支出①；常务副省长也是省委常委，也会参与省委的重要决策，进而影响财政支
出②。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收支自主权。自１９８０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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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吉林同志就负责发展改革、财政、税务、
统计和金融等方面工作，分管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和地方税务局等部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担任福建省常务副省长的张昌平同志主要是协助省长抓财政、编制和监察具体工作和国资，
分管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和省地税局，并协助省长抓省财政厅和省政府国资委相关工作。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担任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的罗正富同志主要负责政策研究、发展和改革、财政和
税务等工作，分管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和地方税务局等部门。其他地区的常务副省
长也大多如此。另外，常务副省长通常只有一名，但部分地区如广东和西藏可能会有两位常
务副省长，我们只考虑排名第一的常务副省长。

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发现，在中国的“碎裂威权”体制之下，“在省级政治中省
委书记和省长的权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下放或者与副省长以及其他省委常委分享。根据职能
分工的逻辑，每个副省长都分管某几个政策领域；每个常委也都有分管的领域，有时是党内
事务，有时还包括政府的政策领域。在省级政治中，通常会有近二十名这种分管领导。这些
领导分管的政策领域实际就是每个领导的政策领地”。这意味着其他领导尤其是省委常委也
可能会影响部分财政支出项目，但本文考虑的是地方领导对于多个预算支出项目的影响，而
省委常委和分管领导通常只负责少数的专门领域，故并未考虑其他领导。此外，本文主要考
虑的是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基础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而主管教科文卫的
副省长通常不是省委常委，基础建设则往往由省长或常务副省长亲自主管，其他省委常委并
不会直接主管这些支出部门，故其影响也并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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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吃饭”的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就负责着地方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在
之后的历次财政改革，包括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
多次调整，但地方支出责任基本未变。而在财政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拥有
相当程度的决定当地支出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地方官员有可能对当地支出施
加影响。

同时，政治集权赋予了地方党政领导较强的权力，使得他们对于当地的预
算过程有着强大的影响。中国在改革之后保留了集权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在此
体制之下，中央可以决定地方人事任命，而地方党政领导也可以决定其辖区内
的官员升迁。且在改革之后，地方领导对其辖区的控制力有所增强。依据中共
中央组织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印发的《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原
来的“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被改为“下管一级”。在“下管两级”体制
之下，中央直接管理着省部级和地级官员，则省级官员对于地级官员的控制较
弱；但在“下管一级”体制之下，地级官员的升迁主要由省级领导决定，省级
领导就可以利用人事任命影响地方官员行为，这就直接增强了省级党委和政府
对其辖区的控制能力（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也就可以影响辖区内的财政支出。
此外，改革以后的党政分开，地方首长负责制和地方人大立法权的扩大也都强
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林尚立，１９９８）。

事实上，马骏和侯一麟的实地调查就发现，虽然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
省长之外的领导人在正式的预算过程中并没有正式的支出权，但由于省级领导
在当地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可以通过政策制定来影响资金分配。而且，
由于正式预算的落后，加之省级领导的权力高于财政部门的负责人，这些领导
还可以通过“批条子”等非正式制度来影响预算支出，即要求财政部门为一些
他们喜欢或支持的项目或部门提供资金（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２００５；马骏，
２００５）。曾明（２０１２：５）对县级的调查也清楚地说明了地方领导在财政支出上
的自由裁量权的来源：“尽管预算编制时各类支出都有详细的总额控制，但县长
仍有较大的支出自由裁量权，或者是在支出用途上，或者是在支出部门上，这
些有自由裁量权的支出主要来源有：财政增收部分，上级拨付的财力性转移支
付，各类并没有规定使用部门或用途的资金，如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调节基金部分”。林挺进通过分析江苏、河南、宁夏三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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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也发现省级官员确实有能力影响教育支出，导致各省在教育均
等化方面出现差异（Ｌｉｎ，２０１３）。因此，我们应当可以确认，中国的地方领导，
尤其是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有能力去影响当地的财政支出。

（二）地方官员影响财政支出的激励

地方领导虽然有能力影响当地财政支出，但要知道他们对不同支出项目的
具体偏好如何，我们还需要考察他们的激励。他们可能会追求职业上的晋升
（周黎安，２００７），也可能为了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Ｏｉ，１９９２），或者像任何一
个经济人一样，为了获得更高个人收入；或者确实是出于利他主义考虑，想造
福一方，有一番作为。此外，在其位谋其政，官员也可能只是需要服从来自中
央的命令。

首先，官员晋升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在集权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之下，
在职场上的官员会非常在乎晋升，而且中国的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以经济指
标考核为主的“晋升锦标赛”（周黎安，２００７）。若这一理论成立，则地方官员
应该会非常偏爱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如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费等经
济性支出，而会忽视与之无关的项目，如教科文卫事业费（傅勇、张晏，
２００７）。

但若用晋升锦标赛来解释省委书记、省长与常务副省长的行为，可能存在
两点不足。第一，官员的晋升概率不同，其行为也应有所差别（Ｌｉｎ，２０１３）。
由于天花板效应，相对其他省级官员来说，省委书记的机会很少，而省长较容
易成为省委书记，晋升机会也较大（Ｂｏ，２００２；Ｌｉｎ，２０１３）。常务副省长的晋升
概率则更高①。第二，即使官员存在晋升激励，他们也需要关注多重目标，而不
仅是经济增长。正如陶然等（２０１０）所注意到的，晋升锦标赛理论从逻辑与实
证上均存在不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一定能带来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

７７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我们统计了１９９４年１月到２０１２年１月离职的１１４人次省委书记的去向，发现除３人
次被捕外，只有１９人次得到晋升，且其中有３人有两次晋升；有６５人次是退休或者被降职，
其他为平级调动，晋升的概率不足２０％。同期离职的省长共有１１９人次，除５位非正常离职
之外，有５４人次获得了晋升，概率也不足５０％。１９９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离职的常务副省
长共有１３８人次，除６人次非正常离职外，约四分之三的人（９７人次）得到了晋升，晋升概
率显著高于书记和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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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提出略为不同的论证，无论官员是否有晋升激励，在其位谋其政，
地方官员都需要服从中央命令。即使官员没有晋升可能性，他仍然需要努力工
作，执行中央政策，以免受到惩罚（段润来，２００９）。而中央的政策偏好可能是
多方面。与任务单一的中央各部委不同，地方官员是多任务代理人，他们需要
关注多种目标（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２；陶然等，２０１０），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财政收入、
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型目标，也可能还要重视教育、农业支持等非经济
性公共品的供给。即使某项支出（如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并无帮助，但如果中
央重视该项支出，则地方官员也会增加该支出（Ｌｉｎ，２０１３；杨良松，２０１３ａ）。

官员的另一个激励可能是个人收入或腐败收入激励。由于不同支出项目中
的腐败机会有很大差别（Ｍａｕｒｏ，１９９８；Ｔａｎｚｉ ＆ Ｄａｖｏｏｄｉ，１９９８），则这种差异可
能导致支出项目的波动。比如，基建支出是资本密集型项目，腐败的收益很大，
被发现的风险也较低（张军等，２００７）。相比之下，教科文卫支出的腐败收益则
小得多，则官员的个人收入激励可能导致财政支出的差异。但对于省委书记等
高级官员而言，他们可能不会太关注腐败收入；且我们也无法识别腐败官员与
廉洁官员。当然，官员也可能具有利他主义激励，他们确实想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但这同样难以识别。

总之，省级领导有能力也有激励影响地方财政支出，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
个假说。

假说１：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均会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
不过，三者的作用也应当有所差别。首先，在党委和政府的分工中，书记

主要负责党务工作和人事，在经济工作上主要是谋篇布局，把握方向，对于具
体事务参与较少。因此，省委书记可能对于具体的财政支出项目并无太大影
响①。其次，据１９８２年宪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
乡长、镇长负责制。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大大提高了地方行政首脑在地方事务
决策中的地位。在省长负责制之下，省长负责省政府全面工作，对于经济工作
有着直接的影响。林挺进（Ｌｉｎ，２０１３）比较书记和省长的晋升速率对教育均等

８７

◆专栏

① 可参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与省长黄华华的“分工”》，资料来源：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ｓｇ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ｃｈｉｎａ ／ ｃｎｐｏｌ ／ ｐａｇｅｓ２ ／ ｃｎｐｏｌ０９０７３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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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不同影响时，也发现主要是省长在影响教育支出和教育均等化。故我们预
期省长对于主要财政支出项目有较大的影响。最后，常务副省长通常直接分管
发改委与财政厅等重要部门，因而会对财政支出产生直接影响；但他们也可能
受到省长的节制①，其对财政支出的影响仍然并不清楚。我们因此提出本文第二
个假说。

假说２：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有显著差
异，省长应当有最重要的影响。

（三）财力宽松省份和财力紧张省份的区别

上述分析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财力宽松省份和财力紧张省份可能有所
差别。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的正式预算比较落后，非正
式预算有重大影响，他们还提出了地方预算中的三种非正式的预算分配体制：
预算产权、部分等级制和完全等级制。他们认为，在预算产权制之下，维持各
个部门运行之余的财政资金被独立出来在各个领导人（指的是省委常委和分管
各自领域的副省长）之间根据各自政治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每位领导人可支
配的资金由他们在各自的政策领地内自主地进行分配。这种非正式制度实际上
使得支出权更加零碎，并将其“产权化”了。在此体制之下，省级主要领导的
影响力应当较差。但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该体制会带来较强的预算冲突。而
在财力比较宽松的省份，地方政府拥有较多的自由资金，可以将较多的资金用
于分配，会更多采用这一体制。

部分等级制则可以看成是对预算产权制度的一种修正。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预算产权仍然存在，每个政策领地及其分管领导仍然对某一部分资金拥有类似
于产权的资金分配权力。不过，为了改进资金的配置效率，由某个主要省级领
导（如省长或分管财经的常务副省长）对每个分管领导做出的资金分配决策再
进行一次合理性审查。这一体制也比较适合那些财力宽松的省份。

完全等级制的集权程度最高，“在完全等级制下，虽然每位分管领导在各自

９７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关系的直接证据，不过，於莉（２０１０）对于
三个省会城市的研究表明，由于市长大权在握，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对于财政支出并无实
质性影响。由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高度同构，在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之间也可能存在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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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领地仍然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没有制度化的支出权（即预算产权），支出
权集中在省长和分管财经的常务副省长手中”（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在财力
紧张省份，由于资金有限，某一位领导的预算增加将直接减少其他领导的预算，
则预算产权制或部分等级制将大大增加诸多领导之间的讨价还价或冲突，增加
交易费用。而较为集权的体制将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故该体制主要适用于财
力紧张省份。我们预期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在该体制下会有更大影响。故此我们
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３：财力紧张省份的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对财政支出有更大的影响。

（四）官员个人特征的影响

沿着上述分析逻辑，如果官员确实能够影响当地预算过程，则官员的个人
特征应当会对当地财政支出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不
同的官员的激励不同，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也有差异，则其个人特征也应当
能够影响财政支出。

首先，近年来有关中国政治集权的实证文献发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年龄
对于他们的晋升有着显著影响（Ｂｏ，２００２；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陶然等，２０１０）。
由于省部级官员一般在年满６５周岁后强制退休①，则他们越是年轻，晋升概率
就越高，晋升激励也越强；而年龄较大的官员的晋升激励会较弱。因此，不同
年龄的官员的晋升激励不同，对财政支出的态度也应当有所不同。

其次，官员的任期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第一，官
员的任期同晋升概率有关（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０８；庞保庆，２０１４）。大多数省委书记和
省长的任期都只有５年左右，如果任期超过５年，往往意味着他们的晋升概率
大大降低。一般而言，官员的任期越长，其晋升的可能性也越低；任期越短，
晋升可能性越高（张军、高远，２００７；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第二，官员的
任期长短往往和地方主义成正比（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ａ）。任期越长，官员越有可能和
当地各种利益集团相结合，其地方主义可能越严重，中央的控制也可能越弱；

０８

◆专栏

①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省部级干
部任职不能超过６５岁，同时制定了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废除了领导干部职
务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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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越短，中央的控制也就越密切。因此，在任期的不同阶段，中央的控制强
度不同，官员的晋升概率也不同。一些研究也发现，地方官员的任期影响着当
地ＧＤＰ增长和财政支出，可能存在政治经济周期（Ｇｕｏ，２００９；张军、高远，
２００７；庞保庆，２０１４），则官员的财政支出激励可能也有所差别。

最后，中央还可能通过任命和轮转等方式来控制地方官员，进而影响地方
财政支出。黄亚生指出，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命、提升、兼职和交流都是中
央控制地方的一个重要手段（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ｂ；２００２）。借用黄亚生的做法，我们
主要区分了官员的四种经历：政治局委员，来自中央，来自外省和来自本地①。
表１也表明，中央使用了不同背景的人来担任省级官员。

表１　 不同工作经历的省级官员的比重（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
省委书记 省长 常务副省长

经历政治局中央 外省 本省 中央 外省 本省 中央 外省 本省

比重 ０ １５０ ０ ２１５ ０ ４６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４５ ０ ２５１ ０ ６０４ ０ ０６３ ０ ２４７ ０ ６９０

注：计算比重时，将每一年每一人次视作一个观测值。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员信息资料库。

不同工作经历的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上的激励应当有所不同。第一，使用
具有中央工作经历的官员担任省委书记本身就意味着中央的控制，而兼任政治
局委员也是强化地方对中央的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２），则有在中
央工作经验和兼任政治局委员的官员很有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中央的政策。第二，
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官员可能有更强的地方主义色彩，中央的控制可能稍弱，他
们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可能不如其他人（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ａ）。第三，来自外省的
人长期在地方工作，他们与中央的联系应该不如过去在中央工作的官员，但又
会显著高于长期在本地工作的人。官员的工作经历也确实会产生影响。比如，
不同经历的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投资行为（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ａ）和经济增长绩效（王
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有显著差异。

１８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严格而言，兼任政治局委员并不是一种工作经历。但兼任政治局委员意味着官员应
当要更多地从中央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工作经历对于其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的影响并不
重要了（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ａ；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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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作经历的官员的晋升概率也截然不同（Ｂｏ，２００２）。我们统计了１９９４
年１月到２０１２年１月离职的省委书记的去向，１９位晋升者中，９位来自外省，
５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４位来自中央，只有１位来自本省。结合表１可以发
现，来自外省的书记的晋升概率明显较高，而来自本省的书记的晋升概率很低。
同一时期离职的省长中有５４人获得了晋升，其中来自本省２４位，外省３０位
（包含来自中央的６位）。来自本省的省长的晋升概率仍然低于来自外省者。常
务副省长主要是来自本地或者外地，而来自本省的常务副省长更可能被降职。
在１９９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离职的常务副省长中，３５位被降职或者平调，其
中只有３人来自其他省，其余３２人全是来自本省，显然，来自外省者的晋升概
率更高。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假说１的三个子假说。
假说１ １：官员的年龄会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与年龄较大的官员相比，年轻

官员会更重视中央所偏好的支出项目。
假说１ ２：官员任期会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假说１ ３：不同经历的官员的财政支出结构应有所不同。来自中央的书记和

省长，以及来自外省的常务副省长应当会增加中央所偏好的项目，来自本地的
领导则不会。

三、计量模型，主要变量与数据

本文实证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省级面板数据①，所采用的

２８

◆专栏

① 之所以仅考虑１９９４年之后的数据，主要是由于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尽管分税制不涉
及中央和地方支出划分，但分税制改变了央地收入关系，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之前
可能截然不同。此外，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支出结构有重大影响，而分税制改革前后央地关系
的剧烈改变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致的衡量１９９４年前后的财政分权指标，包括省级财政自主性
指标和省内支出分权指标。由于２００７年预算科目调整，２００７年后的财政支出数据与之前不
可比，比如，教育支出在２００７年之前仅仅包括教育事业费，而不包括教育领域的基本建设支
出，如学校建设，购置设备等支出，而在２００７年之后包括了基本建设支出。多数统计年鉴在
２００７年后也不再报告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两项支出。因此，数据截止于２００６年。重
庆没有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数据，为保证数据可比性，数据集也删掉了四川省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的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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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模型如下：
ＰＥｉｔ ＝ α ＋ γＰＣｉｔ ＋ βＸｉｔ ＋ ε ｉｔ

其中，下标ｉ （ｉ ＝ １，…，３１）和ｔ （ｔ ＝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分别代表第ｉ个
省份和第ｔ年，ＰＥ代表地方政府的支出项目。模型的因变量是某一项财政支出
在预算内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比重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ＰＣ代表政
治集权的变量，Ｘ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ε代表误差项，下文具体介绍模型的主要
变量。

（一）被解释变量

我们主要考察了地方官员对于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城市
维护费与行政管理费等五项支出项目的影响①。之所以选择这五项，首先是因为
它们都属于地方政府支出中比重较大的几项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占据重要
地位。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间，这五项支出占地方政府支出的５０％左右。第二个原因
是它们各不相同，能够反映出地方官员对待不同项目的偏好差异。简言之，教
育和文化卫生支出都属于文教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费都属于经济
建设支出，则我们可以考察地方官员是否会导致“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
资和公共服务”（傅勇、张晏，２００７）的支出结构扭曲。行政管理费则主要属
于党政机构自身的支出。且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都属于经常性支
出，而另外两项则是资本性支出。下文具体分析如下。

３８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以２００３年为例，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比重（均为百分比）分别如下：基本建设
支出（１１ １），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４ ８），地质勘探费（０ ５），工业、交通、流通部
门事业费（１ ２），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５ ８），农业综合开发支出（０ ７），城市维护
建设支出（４ ９），教育事业费（１５ ７），科学事业费（０ ０６），卫生事业费（４ ４），文化广
播事业费（２ ５），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２ ９），社会保障补助支出（６ ５），行政管理费
（９ ６），公检法司支出（７ １），武装警察部队支出（０ １），外交外事支出（０ １），支援经济
不发达地区支出（０ ９），政策性补贴支出（２ ２），税务等部门事业费（５ １），其他支出
（７ ９），教育费附加支出（１ ２）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４ ７）。卫生事业费（４ ４），
文化广播事业费（２ ５），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２ ９），社会保障补助支出（６ ５），行政
管理费（９ ６），公检法司支出（７ １），武装警察部队支出（０ １），外交外事支出（０ １），
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支出（０ ９），政策性补贴支出（２ ２），税务等部门事业费（５ １），其
他支出（７ ９），教育费附加支出（１ ２）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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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方政府的五项支出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教育支出。教育支出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对地方官员而言，
教育支出不利于ＧＤＰ和财政收入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也不会在短期内形成类
似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显著政绩，因而很可能会被他们忽视（Ｋｅｅｎ ＆ Ｍａｒｃｈａｒｄ，
１９９７；乔宝云等，２００５；傅勇、张晏，２００７）。但中央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来限
制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使得地方官员不能对教育支出掉以轻心（杨良松，
２０１３ａ）。

第二，教科文卫支出中除教育外的文化卫生支出。与教育支出类似，这些
支出在短期内对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没有直接帮助，因而也会受到官员忽视。
但与教育经费不同，在我们考察的期限内，中央较少强调文化卫生事业的重要
性。中央明显重视教育而忽视其他的文化卫生支出，可能会导致地方官员对二
者态度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并未像部分文献中将教科文卫支出视为一类，而
是区分了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

第三，基本建设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主要是投资支出，这对于地方官员有
重大收益。正如张军等（２００７）所注意到的：不仅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
招商引资，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改善政绩，而且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本
身就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则地方官员，尤其是追逐晋升的地方官员应当会大
力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傅勇、张晏，２００７）。

第四，城市维护费。与基本建设支出类似，城市维护费也主要是城市基建
支出，有助于官员营造政绩。但省本级财政承担了３５％ － ５０％的基本建设支出，

４８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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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只承担了不足１０％的城市维护费，这使得省级领导的影响可能较弱。
第五，行政管理费。行政管理费主要是地方党政部门的事业费，即人员工

资和办公经费。若需要安抚和笼络当地官员，省级领导可能会考虑增加行政管
理费的比重。但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级政府是否精简
高效，地方领导往往要求财政部门控制该比例，资金缺口则从制度外弥补（周
业安，２０００）。因此，官员特征的影响有待检验。

（二）解释变量

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即官员的年龄、任期和工作
经历①。官员的年龄指的是实岁。工作经历则是虚拟变量，我们主要考察兼任政
治局委员者，来自中央、本省与外省的官员的区别。若是来自中央，则“中央”
变量为１，否则为０，其余类推。

本文对官员任期的认定以６月为界②，即如果官员在１ － ６月上任，则该年
记为其任期第一年；若在７ － １２月上任，则次年为任期第１年③。主要理由如
下：第一，由于地方官员有能力影响当地预算过程，他们也能够在财政年度
（１ － １２月）中间改变预算。如果地方政府各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都是严格遵循
事先制定的预算，则预算一旦在年初制定后，地方领导的个人影响会比较小。
但马骏等人的调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有能力影响当地预算过程（马骏、侯一
麟，２００４）；而由于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的分离，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也并非严

５８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②

③

部分文献（如陶然等，２０１０）也考虑了省级官员的学历与６５岁虚拟变量，但本文并
未考虑，原因如下。首先，在本文考察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期间，４００个观测值中，仅有６位书
记，２位省长，０位常务副省长的年龄超过６５周岁。其次，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
省长都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学历的差异也不大。

对任期的划分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只能对某省某一年赋予一位省委书记、省长或常
务副省长的个人特征的值，而对任期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赋值。比如，叶连松同志在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６月担任河北省委书记，而王旭东同志从２０００年６月开始担任河北省
委书记。若以５月为界，则河北省２０００年的省委书记是叶连松同志，其年龄为６５岁，任期
为第２年，来自本省；但若以６月或９月为界，则河北省２０００年的省委书记是王旭东同志，
年龄为５４岁，任期为第１年，是来自中央。

文献对于官员任期有多重划分方法。比如，徐现祥及其合作者通常是以５月为界
（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而黄亚生（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ｂ）在对各省投资行为的研究则以９月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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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照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受到政策过程的严重干扰（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５）。
这些都使得一个在财政年度中间上任的官员能够影响当年的预算支出。第二，
即使官员在６月上任，他们仍然有可能对当年财政支出产生巨大影响①。从《地
方财政统计资料》来看，１９９５年的１ － ６月，地方预算支出仅完成了４２ ７％，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１年为３５ ８％和３６ ５％，其他年份也远不足５０％。而地方支出中
年终“突击花钱”的做法也使得官员即使在６月上任，还能够影响５０％以上的
预算支出②。对官员的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官员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书记 省长 常务副省长

观测值均值 方差观测值均值 方差观测值均值 方差
年龄 ３９７ ５９ １１ ４ ０５ ３９７ ５７ ９６ ３ ９９ ３９５ ５４ ８５ ３ ６２

任期 ３９７ ３ ５１ ２ ３４ ３９７ ３ １９ ２ ０１ ３９５ ２ ６９ １ ４７

来自中央部委 ３９７ ０ １７ ０ ３７ ３９７ ０ １５ ０ ３６ ３９５ ０ ０４ ０ １９

来自外省 ３９７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３９７ ０ ２３ ０ ４２ ３９５ ０ ２８ ０ ４５

来自本省 ３９７ ０ １９ ０ ３９ ３９７ ０ ６１ ０ ４９ ３９５ ０ ６９ ０ ４６

政治局委员 ３９７ ０ １３ ０ ３４

注：内蒙古和黑龙江１９９４年的常务副省长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员信息资料库。

除此之外，模型还需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第一，财政分权程度。大量文
献注意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支出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傅勇、张晏，
２００７），我们也有必要控制财政分权的影响。分权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央对各省

６８

◆专栏

①

②

对这一问题更详细的探讨可见王贤彬等（２００９），他们讨论了省委书记和省长更替对
于当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指出，一方面，即将离任的官员前途已定，则可能并无多大激
励去影响当年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继任的官员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岗位，继任
者和前任的政策之间可能也需要调整磨合。但在财政支出上可能略有不同。离任者应该依然
没有太大激励去影响当年财政支出，但继任者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亟须做出政绩；
而且，官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传递环节较长，但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可以直接通过影响财
政厅和发改委等部门实现，应当是非常直接而快速的。

地方政府在下半年的财政支出可能更高。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支出决算数会超过
预算数，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和２００１年地方财政支出的决算数分别为预算数的１０２％、９７ １％和
１０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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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权，即各省的财政自主性（陈硕、高琳，２０１２）；二是各省内部的财政分
权，如省内支出分权（张光，２０１１；庄玉乙、张光，２０１２；杨良松，２０１３ｂ）。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往往直接影响省级官员的决策。如果地方主要依
赖中央转移支付，则其在财政支出上的决策自主权会较低，地方官员对于当地
财政支出的影响也会较低。若地方更多地依赖自有收入，则自主权将较高，省
级官员的个人特征可能有更明显的影响①。在此，我们衡量地方政府财政独立性
的指标是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其中，自有收入包括地方政
府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并扣除了原
体制上解。其次，理论上讲，省级领导影响最大的支出应该是省本级的财政支
出，不同省份的省内支出分权程度也有很大差别，省内支出分权对于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具有重要影响（庄玉乙、张光，２０１２；杨良松，２０１３ｂ），故我们也有
必要控制住省内支出分权水平，在此使用的指标是地级及以下财政支出在全省
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将改变地方居民对于
公共服务的需求，并影响地方政府的财力，因而也可能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产生
影响。模型中使用的是调整价格水平后的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第三，ＦＤＩ和进
出口比重。对外开放程度也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比如，参与全球化
以及地区间吸引ＦＤＩ的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更多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削减
教育等支出，产生“竞次”（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我们在计量模型中使用ＦＤＩ额
和进出口总额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来衡量开放程度。第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也可
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结构，模型中使用国有单位职工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来衡量。
最后，小学在校生人数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由于义务教育支出是地方教育支
出中的重要部分，则该比重会影响教育事业费比重；而小学生比重也可以近似
地测量各地的少儿抚养系数，这也可能影响到地方支出。

７８

省长管钱？———论省级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

① 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５）基于两省的调研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中央政策与省级预算分
离的影响在Ａ省的影响比在Ｂ省大。这主要是因为Ａ省是一个财力相对紧张的省份，对中央
转移支付的依赖非常大，Ｂ省是一个财力相对宽裕的省份，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比较小。
因此，Ａ省的部门执行中央政策的积极性要比Ｂ省的部门高。在调研中，Ａ省许多部门的官
员都会强调中央政策对于省级预算的干扰，而Ｂ省的官员则普遍强调他们会有选择地执行中
央的政策，即符合地方需要的就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就不执行，必须执行的才执行，不
执行也没有太大问题的就不一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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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如下，我们主要依据新华网和各省年鉴来找到主要领导的名单，
然后通过网络寻找他们的个人简历，再确定其年龄、任期、工作经历和籍贯等
信息。计算省级财政自主性所利用的各省的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和原体制上
解的数据来自《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计算省内支出分权所利用
的各省的地级及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和所接受的转移支付的数据来自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

四、实证结果

本节报告了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任期与工作经历对财政
支出的影响。由于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大，我们有必要在计量分析中控制住
各省的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地区
固定效应。对于年度虚拟变量的Ｆ检验显示，我们也有必要控制时间变量，故
我们也控制了年度效应，则所有模型均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下文中，我们
首先报告了官员的年龄和任期的影响①，接着报告了在控制官员年龄、任期和任
期平方项后官员工作经历的影响。

（一）省委书记

我们首先分析了省委书记对于财政支出项目的影响。表３ａ报告了年龄和任
期的影响。书记的年龄对文化卫生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有显著影响，年龄每增加１
岁，文卫支出上升０ ０４％，城市维护费则降低０ ０３％。表明越是年轻，晋升激
励越强的书记，越是倾向于削减文化卫生这种与晋升无关的支出，而增加城市
维护费这种有助于增加政绩的支出。任期对基本建设支出有显著影响，且这种
影响是在１ － ８年逐年递减，而在第８年开始增加。

８８

◆专栏

① 由于相关文献大量关注官员年龄和任期的影响（如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张军、高远，
２００７；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陶然等，２０１０），故文中单独报告官员年龄和任期的影响，也
是希望能更好地与文献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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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考察书记的工作经历对支出的影响，结果见表３ｂ。兼任政治局
委员的书记的文化卫生支出比其他人要低０ ４％左右，但对其他支出没有影响。
而与其他人相比，来自中央部委，来自本省或外省的书记的支出均无显著区别。

表３ａ　 省委书记的年龄和任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年龄 － ０ ０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１１５ － ０ ０００２７ － ０ ０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２０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２６）
任期 ０ ００１３３ － ０ ０００４５ － ０ ００５０６ － ０ ０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８）
任期 －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２９ ０ ０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０１

平方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省级财政 ０ ０２３８ ０ ００３３４ － ０ ０５９９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２７４

自主性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７０）
省内财政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４ － ０ ２６４ ０ ０２１７ ０ １１９

支出分权 （０ ０３７１） （０ ０２６４） （０ １１９）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３８５）
人均 － ０ ０５４４ － ０ ００１０６ ０ ０９８６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２８

ＧＤＰ （０ ０２２９）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５４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４９）
国有职工 ０ ０８３２ － ０ ０３０６ － ０ ０８８８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５３７

占人口比重 （０ ０７２５） （０ ０４９６） （０ ２１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２６）
城市化水平 － ０ ０８０６ － ０ ０３４９ －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６８２） （０ ０２８６） （０ １１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５０）
ＦＤＩ占ＧＤＰ － ０ １３６ － ０ ０２５３ ０ ２９１ － ０ ００３４ － ０ ０３７１

比重 （０ ０９５５） （０ ０３６９） （０ １４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８２）
进出口额占 － ０ ０１６４ －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０２６ － ０ ０００３８６

ＧＤＰ比重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７５８）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８）
小学在校生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９１４ ０ ８０６ － ０ ０７６２ － ０ １９５

占人口比重 （０ １４１） （０ ０９４３） （０ ３１３） （０ ０７２３） （０ １３０）
Ｎ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Ｒ２ ０ ６１０ ０ ６２６ ０ ５３０ ０ ３４６ ０ ６６２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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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表中未
报告地区和时间效应及常数项。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表３ｂ　 省委书记的工作经历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兼任政治 ０ ００４１ － ０ ００４４９ － ０ ００１６ －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５

局委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２４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４９）
来自中央 －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３６

部委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４）
来自本省 ０ ０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５）
来自外省 － ０ ０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５０１）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２）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由于回

归表格众多，每一行只报告了一类工作经历对于五项支出的影响，但未报告其他变量的影响。
每一行每一列的回归均控制了年龄、任期、任期平方、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
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
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二）省长

接下来分析省长的影响。表４ａ报告了省长的年龄和任期的影响。省长的年
龄只对行政管理费有显著影响，年龄增加１岁，其支出比重上升０ ０５％。任期
的平方项对城市维护费有显著负的影响，但任期对其他支出均无显著影响。

省长的工作经历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表４ｂ表明，来自中央部委的省长的教
育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与来自外省和本省的省长有显著区别。与

０９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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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相比，来自中央的省长的教育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会高出０ ９％和０ ５％，而
基建支出则低了１ ９％。而与来自中央和外省的省长相比，来自本省的省长教育
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比重则低了０ ５４％和０ ５５％，基建支出高出１ ０％。来自外
省的省长则无显著区别。来自中央者应当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但他们的基建
支出却较低；来自地方的省长晋升概率较低，但他们却更加重视基建支出，可
能反映中央并不希望地方官员增加基建支出。

表４ａ　 省长的年龄和任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年龄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１０ － ０ ０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５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２７）
任期 ０ ０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８）
任期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１３ － ０ ０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１３５ － ０ ０００１

平方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０１）
Ｎ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Ｒ２ ０ ６０８ ０ ６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３４３ ０ ６７０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
幅，表中未报告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
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
影响。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表４ｂ　 省长的工作经历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来自中央 ０ ００８５９ ０ ００１３１ － ０ ０１８７ － ０ ０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４７５

部委 （０ ０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２０９） （０ ００７１６） （０ ０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２１９）
来自本省 － ０ ００５４２ ０ ００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１３２ － ０ ００５５３

（０ ０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５９７） （０ ０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１９９）
来自外省 － ０ ０００２０８ － 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０２２９ ０ ０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２２６） （０ ００１８２） （０ ００６０４） （０ ００１２８） （０ ００１６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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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由于
回归表格众多，每一行只报告了一类工作经历对于五项支出的影响，但未报告其他变量的影
响。每一行每一列的回归均控制了年龄、任期、任期平方、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
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
生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三）常务副省长

表５ａ　 常务副省长的年龄和任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年龄 － ０ ０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２３５ － ０ ０００３１５

（０ ０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３６）

任期 ０ ００１１ － ０ ０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００２８ －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２６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３３）

年龄 － ０ ０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２３５ － ０ ０００３１５

任期 －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１５ － ０ ０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０１１

平方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１７）

Ｎ ３９５ ３９５ ３９５ ３９５ ３９５

Ｒ２ ０ ６０９ ０ ６１５ ０ ５２１ ０ ３４１ ０ ６６５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
幅，表中未报告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
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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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ｂ　 常务副省长的工作经历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来自外省 －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９６）
来自本省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８５ － ０ ０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２９５）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９２）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由于回

归表格众多，每一行只报告了一类工作经历对于五项支出的影响，但未报告其他变量的影响。
每一行每一列的回归均控制了年龄、任期、任期平方、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
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
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最后我们分析常务副省长对支出结构的影响。表５ａ和５ｂ报告了相关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各项支出项目均无显著
影响。

（四）财力紧张省份的领导影响

如前所述，正如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所指出的，财力紧张省份和财力宽
松省份的预算安排可能存在显著差别。财力紧张省份可能更多的采用完全等级
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将具有更大的影响，我们也试图识别这
种体制是否存在。

首先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去界定财力紧张省份？文献中并无相关讨论，我
们在此采用了两种标准。第一种标准认为，那些接受了大量转移支付的省份应
当是财力紧张省份，而那些较少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份应当财力比较宽松。
但众所周知，１９９４年后，所有省份都接受了中央转移支付，而中央也会从各省
获得财政收入。我们参考李永友、沈玉平（２０１０）的做法，区分那些在分税制
中地方向中央资金净流出为正和为负的省份，资金净流出量为正，即中央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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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大于转移支付的省份为财力宽松省份，否则为财力紧张
省份①。

第一个标准可能存在一定缺陷。某些财政资金净流出的省份可能由于上缴
税收太多，接受的转移支付太少，而财力非常紧张；而某些接受中央转移支付
较多的省份（如西藏）的财政支出可能反而比较宽裕，省级领导有更多的自由
资金可供分配，从而可以实行集权程度较低的预算产权制。一个地区的事业费
占比可能能够反映出该地区的财力紧张程度。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
题是“吃饭财政”，即财政的大量资金被用于事业费支出，而事业费支出主要是
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其预算制定主要依据人员数目和人均经费数额，支出额
相对稳定，官员的可操作空间不大；而官员对其他资金的影响力可能较大。故
此，我们计算了各地总支出中各项事业费的比重②，然后将事业费比重较低的几
个省份认定为财力宽松省份，其他省份则为财力紧张省份③。为稳妥起见，我们
报告了两种标准下的结果。

鉴于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和任期对多数支出项目的影响并不显著，我
们主要观察了工作经历的影响。如果完全等级制在财力紧张省份存在，则可以
预期，在财力紧张省份中，省长和副省长的工作经历的影响应该更大。从表６ａ
和表６ｂ的结果来看，和全部样本相比，两种标准之下，省长的工作经历对教育
和基建支出的影响都在减小，对城市维护费的影响变得显著，但对行政管理费
不再有显著影响，说明财力紧张省份的省长的影响力并不显著较高。

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则有更大影响。表６ｃ表明，副省长的工作经历
在全样本中无显著影响，在第一个标准之下，来自外省的副省长对文化卫生支
出有更大影响。在第二个标准之下，来自外省的副省长对于文化卫生支出和行

４９

◆专栏

①

②

③

具体而言，财力宽松省份有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
广东等９省，其他均为财力紧张省份。

事业费主要包括：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等部门的事业费，商业部
门的事业费，文教卫生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其他部门的事业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
行政管理费和公检法支出。

具体而言，财力宽松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辽宁、西藏和宁夏等６省，其余均
为财力紧张省份。其中，天津和上海的事业费比重低于４０％，其他四省的事业费比重也长期
低于５０％甚至４５％；而其余省份通常在５５％甚至６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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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费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存在更大影响。

表６ａ　 财力紧张身份的省长工作经历的影响：来自中央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全样本 ０ ００８５９ ０ ００１３１ － ０ ０１８７ － ０ ０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２１９） （０ ００２０９） （０ ００７１６） （０ ０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２１９）
财力紧张 ０ ００７７７ ０ ０００７４１ － ０ ０１５１ － ０ ００３０３ ０ ００４２５

省份标准１ （０ ００２３１） （０ ０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７３７） （０ ０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２６２）
财力紧张 ０ ００６２４ ０ ０００３９０ － ０ ０１２５ － ０ ００３５１ ０ ００３２１

省份标准２ （０ ００２２９） （０ ００２２０） （０ ００６５９） （０ ００１７８） （０ ００２８６）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标准１

考虑的是财力净流入与净流出，标准２则考虑的是事业费比重。由于回归表格众多，每一行
只报告了一类工作经历对于五项支出的影响，但未报告其他变量的影响。每一行每一列的回
归均控制了年龄、任期、任期平方、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
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占人口比重、地区
和时间固定效应。表６ｂ和表６ｃ与此相同，恕不赘述。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表６ｂ　 财力紧张身份的省长工作经历的影响：来自地方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全样本 － ０ ００５４２ ０ ００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１３２ － ０ ００５５３

（０ ００２４０） （０ ００１８６） （０ ００５９７） （０ ０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１９９）
财力紧张 － ０ ００４２１ ０ ０００６０７ ０ ００８２５ ０ ００１２７ － ０ ００４７３

省份标准１ （０ ００２６８） （０ ００２４８） （０ ００７４５） （０ ００１４６） （０ ００２４３）
财力紧张 － ０ ００３１１ ０ ０００１５３ ０ ００９６２ ０ ００２８７ － ０ ００４５２

省份标准２ （０ ００２３４） （０ ０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５９４） （０ ０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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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ｃ　 财力紧张身份的常务副省长：来自外省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全样本 －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２１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８７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９６）
财力紧张 － ０ ００２００ － ０ ００２８４ － ０ ００４７３ － ０ ０００９２９ ０ ００１２８

省份标准１ （０ ００２５７） （０ ０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５１７） （０ ０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１８２）
财力紧张 － ０ ０００６９５ － ０ ００２９９ － ０ ００６７４ － ０ ０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３６９

省份标准２ （０ ００２７３） （０ ０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４０１） （０ ０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１９４）

（五）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给出了初步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
们做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上述分析讨论的是省级领导对于全省财政支出的影响，但他们对省
本级支出影响应当更强。若能分析省级领导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地方官员的影响①。我们利用《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报告
的地市县级的财政收支数据，结合《中国财政年鉴》报告的各省的财政总收支
数据，计算出各地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的省本级支出及各项目的比重。由于《全国地
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仅报告了少数支出项目，在此仅考虑省本级的教育事业费
（仅有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

表７ａ报告了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和任期的影响。结果显示，
除了书记的任期和平方项对基本建设支出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变量均无显著影
响。表７ｂ和７ｃ显示，除了来自外省的书记对教育有显著正的影响外，其他工
作经历的书记无显著差别；省长的工作经历主要影响基本建设支出。表７ｄ则表
明，常务副省长的工作经历有显著影响，来自外省的副省长的行政管理费比其
他人高出１ １％；而与来自外省和中央的人相比，来自本省的副省长的教育和行
政管理费的比重少了０ ９％和１ １％，基建支出则高出１ ０％。相比之下，表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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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析省级领导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的建议来自匿名审稿人，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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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副省长的工作经历对全省支出无显著影响，则他们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远
高于其对于全省支出的影响。这可能也说明，常务副省长对于省以下官员的影
响力较低，也就难以影响到省以下的支出。

表７ａ　 省级领导的年龄与任期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书记 省长 副省长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年龄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７）
任期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８）
任期－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１

平方（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
幅，表中未报告省级财政自主性、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
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影响。由于分析的是省本级
支出，模型中未控制省内支出分权变量。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员信
息资料库。

表７ｂ　 省委书记的工作经历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兼任政治局委员 来自中央部委 来自本省 来自外省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４）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限于篇
幅，表中未报告省级财政自主性、人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
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影响。表７ｃ和７ｄ与此相
同，恕不赘述。

资料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员信
息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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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ｃ　 省长的工作经历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来自中央部委 来自本省 来自外省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０ ００５３ －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０５１５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１０９ － ０ ００５８ －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５８７）（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５）

表７ｄ　 常务副省长的工作经历对省本级支出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来自外省 来自本省
教育 基建 行管 教育 基建 行管
０ ００８２１ － ０ ００６２２　 ０ ０１１０ － ０ ００８７９ ０ ０１０２ －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５２４） （０ ００３７３）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４５） （０ ００５６２） （０ ００４８７）

第二，上述的实证分析均只是单独分析三类省级领导的影响①。我们还担心
的是，省委书记、省长与常务副省长之间会不会存在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在
此试图回答该问题。由于常务副省长主要分管省政府常务工作，直接对省长负
责，与省委书记之间应当不存在直接的互动关系，故未考虑。

首先来看书记与省长之间的互动②。在控制住书记的年龄和任期时，省长的
年龄和任期的影响仍基本不变，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影响。

其次，不同经历的书记与省长之间可能的制约。如前所述，有３４％的省委
书记兼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是来自中央；有６０％的省长来自本省。兼任政治局
委员和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应当能够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则如果他们确实影
响着预算过程，他们应当会对省长的预算支出产生一定影响。在１８ ５％的观测
值中，兼任政治局委员或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与来自本省的省长共事。但总体
来看，来自本地的省长仍然对于教育事业费、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有显著影
响，表明书记并未影响到省长的支出行为。我们也考虑了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之
间的互动。由于省长全面负责当地事务，省长可能会节制副省长，使得副省长
无法有效影响当地支出。不过，在控制住省长的年龄和任期时，副省长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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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讨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相关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来信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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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期的影响仍然基本不变。
第三，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年龄的影响。如前所述，省委书记和省长在

年满６５周岁必须退休，则若其就职时（任期第一年）不超过５６周岁，在做满
该任期（一般为５年）之后年满不超过６１周岁，还可再做一个任期，晋升概率
会比较高。但若超过５６周岁，则期满后通常没有晋升机会。省长的级别较之书
记更低，故也考虑了那些就职时不超过５１周岁的省长。副省级干部一般在６０
岁就要退居二线，故常务副省长是５１周岁①。因此，我们预期那些任职时不超
过５６周岁的书记和省长，及就职时不超过５１周岁的副省长有较高的晋升激励，
其支出结构可能不同。表８报告了相关结果，就职时不超过５６周岁的书记的文
化卫生支出要比超过了５６周岁者低０ ５％。任职时不超过５６或５１周岁的省长
的行政管理费较低。任职时不超过５１周岁的常务副省长则与其他人无显著区
别。结合表３ａ和４ａ可见，书记年龄对文化卫生支出，省长年龄对行政管理费的
影响是稳健的。

表８　 省级领导年龄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书记就职时 ０ ００３１ － ０ ００５０２ －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２６４

不过５６周岁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６９）
省长就职时 － ０ ００２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６３ － ０ ００６６

不过５６周岁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４８）
省长就职时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４５ － ０ ００５９５

不过５１周岁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３４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３１）
副省长就职时 ０ ００１４ － ０ ００２５ －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３３０

不过５１周岁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２３２）
注：、、分别代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由于回

归表格众多，每一行只报告了一类工作经历对于五项支出的影响，但未报告其他变量的影响。
每一行每一列的回归均控制了年龄、任期、任期平方、省级财政自主性、省内支出分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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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聂辉华、蒋敏杰（２０１１）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对矿难的分析中，考察了主管安全
生产的副省长任职时是否满５０岁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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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ＧＤＰ、国有单位职工占人口比重、城市化水平、ＦＤＩ和进出口额占ＧＤＰ比重、小学在校生
占人口比重、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表９注释与此相同，恕不赘述。

数据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第四，我们使用黄亚生所提出的政治集权指数来分析不同工作经历的省级
领导的区别（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６ａ）。具体做法是，如果书记或省长是政治局委员，则
集权指数为４，来自中央部委则为３，来自外省为２，来自本地为１。表９显示了
主要结果，结果仍然基本未变：省委书记和常务副省长的工作经历没有显著影
响，而省长的工作经历则依然对教育、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有重要影响。

表９　 政治集权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教育 文卫 基建 城市 行管

省委书记 － ０ ０００４１６ － ０ ００１０８ ０ ０００９６０ ０ ０００８９８ ０ ０００９１８

（０ ０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１０３） （０ ００３８１） （０ ００１０３） （０ ００１３０）
省长 ０ ００４５６ ０ ０００３０７ － ０ ００９３７ － ０ ０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３５７

（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３９５） （０ ０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１２６）
常务副省长 － ０ ００２９５ － ０ ０００５９６ － ０ ００４９９ ０ ０００８２８ － ０ ０００２１３

（０ ０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１４０） （０ ００４３１） （０ ０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１６３）
数据来源：《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１９９４—

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官员信息来源于作者依据人民网、新华网等构建的官
员信息资料库。

最后，不含五个自治区和京津沪。在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中，内蒙古、广
西、西藏、宁夏和新疆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与其他地区的省长或
市长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首先，这些主席都是少数民族，而其他省长主要是汉
族。其次，自治区主席过去的工作经历都在本地。而在别的省份，很多省长是
来自中央部委和其他地区。再次，从去向来看，没有一位主席到别的地区交流
任职或晋升为本地的书记，而交流与晋升为本省的省委书记是其他地区的省长
重要的职业升迁途径。除了退居二线外，自治区主席主要的晋升途径是成为全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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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副委员长①，但其他省长很少担任此职位。因此，自治区的政府主席具有
很强的特殊性。我们在省长的模型中重新估计了排除五个自治区的其他２６省的
省长模型，但主要的实证结果仍然未变。此外，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也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它们也可能是模型中的异常值，我们也尝试了剔除三地的模型，结果仍然基本
不变，表明实证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五、实证结果的总结与讨论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省委书记和省长确实
能够影响到财政支出结构，他们的年龄和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有显著的影响。
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具有更大影响，部分印证了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
所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不过，三者的影响力有显著
差别，省长有最重要的影响。常务副省长则主要影响省本级支出，对于全省财
政支出无显著影响。第二，以ＧＤＰ为主的晋升锦标赛很难解释官员对支出的影
响，但中央的政策偏好直接导致了官员对待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的差异。第三，
不同支出项目受到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异。事业费支出和省级集权度较低的支出
受影响的程度更低。具体分析如下。

（一）省级领导的影响力及其差异

首先，省级领导确实能够影响到财政支出结构。我们可以看出，省委书记
和省长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都对于财政支出项目的比重有显著影响，表明
他们确实影响着地方财政支出，假说１因此得到证实。

另一个问题是财力紧张省份的省长和常务副省长是否存在更大影响。马骏、
侯一麟（２００４）的案例分析发现，财力紧张省份可能存在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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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官员晋升定义主要参照陶然等（２０１０）的标准。但仔细分析可发现，全国人
大往往拥有十几位副委员长，而曾经担任过民族自治区主席的副委员长的排名并不靠前，因
此，从自治区政府主席到副委员长是否是晋升，可能还值得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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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可能具有更强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与全体样本相比，
常务副省长的工作经历在财力紧张省份有更大影响，省长则无，表明完全等级
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部分证实了假说２。

不过，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对于预算过程的影响并不一致，假说３
也得到证实。文献基本上都没有区分书记和省长在财政支出上的不同角色。而
本文只能假定，如果书记、省长和副省长确实对于财政支出有很大影响，则其
个人特征也会有更大的影响①。实证结果表明，三者之中，省长对于财政支出有
最大的影响。书记的个人特征中，年龄会影响文化卫生支出，对城市维护费的
影响并不稳健，而任期仅影响基本建设支出，工作经历则基本没有影响。相比
之下，省长年龄和任期对行政管理费和城市维护费均有显著影响，尤其是，省
长的工作经历对教育、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相当大。
实证结果表明，与他人相比，来自中央的省长的教育支出和行政管理费会高出
０ ９％和０ ５％，而基建支出低了１ ９％；与他人相比，来自本省的省长的教育
和行政管理费比重低了０ ５％和０ ６％，基建支出高出１ ０％。而在样本观测期
间，教育、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比重的均值分别为１６ ０％、１０ ７％和
１０ ２％，足见省长的工作经历的巨大影响。因此，与书记相比，省长的个人特
征所影响的财政支出项目更多，产生的实际效果也更大。常务副省长对于预算
过程也有显著的影响。全样本中，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对全省
财政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工作经历对省本级的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
和行政管理费有显著影响，说明常务副省长主要影响省本级支出。且他们在财
力紧张省份也有影响。

除上述实证结果外，我们还试图找到更直接的经验证据来论证省级领导的
差异。我们分析了天津、山西和内蒙古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地方财政年鉴所报告的
“财政大事记”。一般而言，若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参加了财政工作会
议，或者就财政支出进行了批示，都会被“财政大事记”记录下来。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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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就是说，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等党政领导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的激
励和机制还是一个黑箱，而本文正尝试着打开这一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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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借此分析三者的差异①。三地分属东中西部，且有直辖市和自治区，应当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表１０展示了主要结果。

可以发现，三地的省级领导主要通过参加会议、视察财政部门和就相关问
题进行批示等手段来领导财政事务，这首先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看法，即省级领
导确实是在影响地方财政事务。还可看出，各地领导对于财政事务的干预程度
并不相同，内蒙古的领导参加财政相关会议的次数最多，山西的领导干预较少。
但相同的趋势是，在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中，省长和常务副省长的干预最
多，而书记很少直接干预财政事务。

表１０　 “财政大事记”中党政领导对于财政事务的影响（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省委书记 省长 常务副省长

小计会议视察批示小计会议视察批示小计会议视察批示
６ ４ ０ ２ ２２ １３ ７ ２ ２８ ２５ ３ ０

天津 ０ ０ １ ２ ４ ０ １ ２ ０

山西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４ １ ０

内蒙古 ４ ０ １ １１ ０ １ １７ ０ ０

资料来源：天津市财政局编《天津财政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内蒙古财政年鉴编辑委员
会编《内蒙古财政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和原崇信、郑建国编《山西财政年鉴》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三地的财政年鉴均有一章报告“财政大事记”。会议指省级领导参加财政相关的会
议，视察则指领导到财政厅视察，批示则指领导在财政相关文件上的批示。

书记与省长对于财政支出影响的差异应当来源于二者分工不同。按常理而
言，省委书记的级别和权力均略高于省长，如果书记想干预财政事务，他们应
当有能力施加影响，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的权力则更大。问题在于，书
记和省长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分工。在党政分工体制之下，书记并不干涉具体
经济事务，因而不会左右财政支出。在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对非正式预算的
研究中，也着重强调了省长而非书记的作用，他们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
于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都是由省政府来安排的，因而在预算中，省政
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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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须承认，正如马骏、侯一麟（２００４）所指出的，省级领导还可以利用“批条子”
等非正式制度来影响财政支出，而“大事记”中并不会报告。但这至少反映出省级领导在正
式制度上对于财政支出的干预，因而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他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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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存在严重的“职责同构” （朱光磊、张志红，
２００５），党委和政府的关系也比较类似，则对于市委书记和市长，县委书记和县
长的比较研究应该对我们观察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关系有借鉴意义。相关调查研
究也表明，书记确实很少干预预算过程。在地级市，马骏、於莉（２００７：１８）
注意到：“市委书记对预算过程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即通过正式工
作程序将党委的意见转换为政策、政令并付诸实施以及对政府重大事情的讨论。
除此之外，市委书记个人很少直接介入预算活动。按照该受访者（注：其在财
政部门工作多年）的回忆，他在任时经历过三任市委书记，而每位书记都只向
财政局长提过一次支出要求”。我们对于东部某地级市财政局预算科的访谈也发
现，市委书记较少干预财政，而市长由于直接负责政府工作，会积极影响财政
事务。在县级也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说法， “书记管人，县长管钱”。王蓉
（２００４）对三个县的调研表明，只有县长、财政局长和县人大主任清楚财政预
算，而县委书记并不干预财政。曾明（２０１２：３ － ４）对于某县的调查也发现，县
长全面负责财政支出项目，而县委书记只关心重点项目：“一般来说，书记不太
干预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不会在具体支出上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在重点项目支
出上，他一般会要求保证他所关注的重点项目的资金保障情况，除此之外的财
政支出就不太关注”；且“这种重点项目一般是与经济建设、招商引资或是城市
建设等政绩工程有关”。如果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分工也类似于市委书记与市长，
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的分工的话，我们的实证结果是非常合理的。

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在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
党委书记和政府首长的区别。在省级，应当也是存在“省长管钱”的模式。

（二）官员对不同支出的偏好差异：晋升或中央偏好

第二个问题是，官员对于不同支出的偏好差异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晋升激励无疑是地方领导的一个重要激励，但追求政绩的晋升锦标

赛只能解释官员的部分支出行为。如前所述，如果中央对官员政绩的考察以经
济增长、财政收入与基础设施为主，则追求晋升的地方官员应该有很强的激励
去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和城市维护费的比重；同时也应该会削减其他支出的比重，
尤其是教育支出和文化卫生支出，甚至还应该削减行政管理费比重。但实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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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不能很好地支持这种假说。任职时不足５６周岁的书记和省长，任职时不足
５１周岁的常务副省长都没有增加基建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此外，来自本地的省
长的晋升概率较低，但他们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反而高于来自中央与外省的省
长，教育支出又显著较低。来自外省的副省长的晋升概率较高，但他们的支出
也无显著差异。

其次，中央的态度差异会明确影响地方官员支出；通过对比教育支出与文
化卫生支出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任职时未满５６周岁的书记的
晋升概率更高，其文化卫生支出明显较低，兼任政治局委员的书记的文化卫生
支出较低，但他们的教育支出均无差异。来自中央的省长的教育支出明显高于
他人，但文化卫生支出并无显著差异。如前所述，兼任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和来
自中央的省长应当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而任职时不足５６周岁的书记的晋升机
会也会高于他人，也应该有更强的激励去执行中央政策。但他们对于教育支出
和文化卫生支出的态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应当主要来自于中央的政策偏好。教育支出与文化卫生支出在短
期内都对于官员政绩、财政收入和ＧＤＰ增长没有直接帮助，但中央对待二者的
态度截然有别。中央制定了大量的有关地方教育支出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地方政
府，却没有对文化卫生支出做出明确规定。从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编著的《中国政府预算法律法规文件汇编》来看，教
育支出可能是地方政府各项支出项目中，受到限制最多的一项支出①。但中央并
未强调文化卫生支出的重要性。以卫生支出为例，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卫生支出的相
关文件多数是由卫生部制定，或者由卫生部联合其他部门制定，由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制定的法规极少，且也没有正式的法律要求。中央级的法律法规中，仅
有１９９７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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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来看，１９８５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１９８６年的《义务教
育法》都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按在校
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１９９３年的《中国教育和发展改革纲要》再次强调这两
点，并指出２０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率要达到４％；要提高各级财政支出中
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八五”期间逐步提高到全国平均不低于１５％。１９９５年颁布的《教育
法》，２００１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２００６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也强调了教育支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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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
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①，但这一规定并未形成法律，恐怕也就难以约束地方
政府的支出行为。

中央有关教育支出的规定有两种影响，一方面，这些规定向地方官员传递
了一个信息，即教育是中央非常关注的问题，地方官员必须重视教育支出；另
一方面，中央规定也使得教育支出成为一种“强制性支出” （徐键，２０１１；於
莉，２０１０），使得那些可能不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员，也很难去削减教育支出。事
实上，正如布兰查德和施莱弗（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注意到的，通过
政治集权下中央的奖惩来改变地方固有的偏好，正是中国的分权优于俄罗斯分
权的一个特征。而在此，政治集权则可能改变追求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地方
官员对教育的忽视（杨良松，２０１３ａ）。但中央并未限制地方的文化卫生支出，
从而导致地方官员忽视这些支出。

（三）不同支出受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不同支出项目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五个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受到的影响最大。
比如，在观察省长工作经历的影响时可以发现，尽管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与行政管理
费大致相同，且远低于教育支出，但基建支出的波动幅度远高于教育支出和行政管
理费。这种差别可能主要来自于二者预算过程的差别。教育、文化卫生支出和
行政管理费主要是事业费支出，基建支出和城市维护费则不是。事业费中人员
经费（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和社会保障费等）和
办公经费是主体，政府部门在编制这些事业费的预算时，主要考虑的是事业计
划的调整，人员编制和经费定额的重新核定，以及收入增减变化。事业费的预
算主要是一种“公式化预算”，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马骏，２００５）。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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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意思的是，中央对于卫生支出增长的规定与教育支出、农业支出都明显不同。对
于教育，《教育法》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支出也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
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强调的都是“财政经常性收
入”，但卫生支出上却并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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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本建设支出的预算制定则没有固定规则，因而所受影响也较大①。
省级官员对于不同支出项目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可能还在于不同支出项目

集权程度的差异。同样是建设类项目，基建支出的集权程度最高，而城市维护
费的集权程度较低，这就使得省级官员对于后者的影响较小。

六、结论

在中国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领导应当有激励也有能力去影
响当地预算支出，但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系统性经验证据。本文以省委书记、省
长和常务副省长为例论证了地方领导对于财政支出的影响。我们首先指出，在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具有一定自主权；而集权化的人事管
理体制使得地方主要领导可以影响当地支出。地方官员也有激励影响财政支出，
这使得官员的年龄、任期和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可能会有显著影响。基于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年省级数据我们发现，第一，省委书记、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三者都
能够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出。常务副省长在财力紧张省份对财政支出具有更大影
响，部分印证了马骏和侯一麟所提出的完全等级制的预算分配体制（马骏、侯
一麟，２００４；马骏，２００５）的存在。但三者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省长的影
响力最大。常务副省长则主要影响省本级支出，对于全省财政支出无显著影响。
第二，晋升激励较强的官员并未偏好基础建设等经济性支出，而中央对待教育
和文化卫生支出的差别使得地方领导重视教育而忽视文化卫生支出。第三，不
同支出项目受到影响程度具有很大差异，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行政管理费等
事业费类项目，以及省级政府集权程度较低的项目受到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基
本建设支出等受影响程度较高。

本文对于理解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下的地方官员与预算具有重要理论和实
践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首先对于理解地方预算支出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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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基本建设支出带来的大量收益。与事业费这类经常性支出相比，
资本性支出的专业性更强，保密性更高，投资金额往往更大，腐败的收益也较高（Ｍａｕｒｏ，
１９９８；Ｔａｎｚｉ ＆ Ｄａｖｏｏｄｉ，１９９８），这可能刺激官员更多的干预基本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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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系统性证据推进了马骏和侯一麟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地方官员和地方预算的
研究，证实了省级领导的影响和差异，也部分证实了财力紧张省份的完全等级
制的预算分配体制的存在。另一方面，论文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
事管理体制。以往的文献大多集中研究省委书记和省长，但较少涉及二者的差
异，未注意到分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的作用，也较少处理官员工作经历所带来
的影响，本文则弥补了这些不足。

本文也有着丰富的政策性含义。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７０％以上的财政支出，
在教育、文化卫生和行政管理费上的比重甚至在９０％以上。地方党政领导对于
当地财政支出的显著影响表明，我们需要关注官员治理，重视地方官员，尤其
是主要的党政领导的选拔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应当关注不同年
龄和工作经历的官员的差异。比如，来自地方的省长更多的偏向于基建支出，
而削减教育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可能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调整。第二，
对教育和文化卫生支出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央的政策偏好有重要影响，这就意
味着中央可以考虑使用法律法规工具来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第三，鉴于基
本建设支出等资本性支出项目更易受到地方官员的影响，且这些项目更易产生
腐败，则在未来的预算过程应当加强对这些预算项目的监督，保证预算过程的
科学性。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主要使用的是省级数据，而在省以下的
地级和县乡级政府中，党政领导的人事管理体制存在差别（陶然等，２０１０），地
方领导对预算支出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地方官员的其他特征，比如派系、籍
贯等也可能影响预算过程（Ｓｈｉｈ，２００４）。此外，本文主要关注党政领导对于预
算内支出的影响，但他们也可能影响到预算外资金，值得进一步研究。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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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７年财政支出科目改革之后，统计年鉴中不再报告教育事业费、文化卫生事业费、
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和行政管理费等支出。但这次改革并未改变预算制定的基本过程，
只是采用了新的分类方式，将原有的项目放到新的支出科目之下，这使得本文对于理解２００７
年之后的地方预算仍有意义。比如，２００７年后的教育支出大致分为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
在２００７年前也是如此。只是在２００７年前，《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中的教育
支出只报告了教育事业费，教育系统的基本建设支出则属于基本建设支出之下。查阅《中国
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也可发现，２００７年前后的教育支出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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